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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问题探索·

自由主义与美国的外交政策

赵可金　倪世雄
(复旦大学 　美国研究中心 , 上海 　200433)

　　[摘 　要 ] 　自由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传统。自由主义溯源于欧洲 ,进入美国本土后经过实用

主义精神的改造 ,逐渐生成了美国式自由主义 ;进入美国外交政策过程后 ,受到了外交政策理念中的现实

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影响 ,逐渐被意识形态化为美国式的所谓自由民主大战略。美国外交政策中自由主

义、保守主义、现实主义等政策理念的目标是一致的 ,都致力于推进所谓自由民主制度的输出事业 ,用美

国的模式改造世界 ,只是在优先次序、行为方式以及具体政策手段上存在差别。就自由主义对中美关系

的影响而言 ,自由主义者设定的政策偏好为中美关系设置了人权、社会制度以及开放经济体制等三个矛

盾区 ,也创造了注重多边合作和支持中国加入国际体制等两个机遇区。因此 ,如何平衡两个方面的关系

成为新时期中国对美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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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主义是美国政治思想中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 ,

在外交上的表现就是美国的对外政策形成了一种独特

的国家认知与行为重复模式。人们习惯地认为 ,在外交

政策中向全世界推广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往往是民主

党人的基调。其实并非如此。历任共和党总统也非常

重视在外交事务中推广自由民主 ,布什总统第二任期对

自由民主输出的重视让人们看到了自由主义作为美国

外交政策传统的巨大影响力。它成为人们考察美国外

交政策走向的一条线索。

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 :美国外交政策中根深蒂

固的自由主义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它在美国外交政策

过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受其影响 ,自由主义在美国外

交政策框架中的政策供给包括哪些组成部分 ;这些自

由主义外交政策的成分将在多大程度上规划着美国外

交政策的未来 ,尤其是在多大程度上制约中美关系的

走向。

美国式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与
外交政策的自由主义传统

　　自由主义在美国扎根起源于清教徒追求“美国

梦”,并没有受到欧洲自由主义遭遇的理论堵截和实践

挫折。美国学者路易斯·哈茨在考察美国的自由主义

传统时 ,曾提出过一个颇为有趣的观点 ,即美国具有

“天然的自由主义传统”,使得反自由主义的力量比如

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精英主义、群众主义、法西斯主义

等这些曾在欧洲掀起风浪的理论并没有在美国生根 ,

美国人也没有在自由主义理论家族中作出多少贡

献[1 ] 。虽说如此 ,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断言美国的自由

主义毫无特色。美国自由主义的特色来自于在缺乏

“旧制度”的历史背景下 ,用实用主义的精神改造了自

由主义的原则。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其《论美国的

民主》中认为 :“美国人虽然从未下过功夫界说他们的

准则 , 但他们却有一个大家共通的确定的哲学方

法。”[2 —p518 ]托克维尔认为这种方法就是笛卡尔“与人生

有用”的“实用哲学”。美国政治学者伯恩斯等人也承

认 :“美国的政治传统就是建筑在实用主义的意识形态

上。”[3 —p241 ]自由主义就是在实用主义“树干”上开花结

果 ,进而生成了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原则。与欧洲

的亲族不同的是 ,这些原则都被赋予了实用主义甚至

世俗化的理解 ,造就了他们对个体自由和个人理性的

顶礼膜拜 ,赋予人民以充分表达意见的自由空间。对

个体自由和个人理性的高度崇拜所要求的政治表达就

是自由和民主。如果要美国人就自由和平等两者进行

选择的话 ,他们宁愿牺牲平等而追求自由。美国人实用

主义的哲学态度 ,把每个人限定在一个“固定的、有时

甚至是狭小的范围内”, 每个人关心自己关心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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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路易斯·哈茨认为 ,美国自由主义者的这种思想早在所谓的“革命时代”早期就被注入到大多数美国人的思想深处。美国人

这种移民国家的经历 ,使得他们有一套不同的观察问题的方法 ,受一种不同感情的激励 ,而且期待的是不同的目标。正如

克雷夫科尔指出的 ,美国人在西方政治中是一个“新人”。也正因为如此 ,美国与其它国家处于一种奇特的关系之中。参

阅 :【美】路易斯·哈茨著 :《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张敏谦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二章。

　②　有关此论述 ,详见[美 ]安 玛丽·伯利 :《对世界的管制 :多边主义、国际法与新政管制》,载[美 ]约翰·罗杰编 ,苏长和等译 :

《多边主义》,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149 —169 页。

对于其他人的观点存在的合理性不予以否定 ,不强求

观点的一致 ,允许公开的辩论 (argue) ,绝对不允许剥夺

别人发表意见的权利。

自由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走向 ,有着重要的影

响。自从潘恩的《常识》出版之后 , 自由主义者似乎就

形成了某种共识 ,即认为一个政府的性质和它的外交

政策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4 ] 。在自由主义看来 ,在进

入对外事务领域之后 ,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关注 :

一是在外交事务上不能对政府听之任之 ,必须努力促

进政府成为民主的政府 ,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 ,

自由主义者将这一任务视作自己的神圣使命。二是在

具体的外交政策内容上 ,自由主义者有一整套判断标

准和价值追求 ,要努力促使政府严格按照这一价值标

准体系行事 ,实现某种理想和目标。“只要民主和自由

的原则还在被奉行 ,就会有美国的心脏在跳动。”[5 ]回

首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 ,时刻可以感受到自由主义思

想辐射的力量。

早在美国建国初期 , 自由主义就对外交政策中长

期存在的孤立主义传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 20 世纪

之前 ,美国的自由主义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孤立主义

心态 :大多数崇奉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们认为 ,美国

真正自由主义的美好前景在于摆脱一个只能给美国社

会注入其糟粕的颓废的“旧世界”。①关于这一点 ,美国

国父华盛顿的态度最具代表性。华盛顿在离职之前曾

经留给美国人一篇“告别演说”,由于确信欧洲专制国

家之间必然进行利益争夺 ,他警告美国不要介入欧洲

大陆国家之间的战争 ,以免引火烧身 [6 ] 。华盛顿告别

演说中渗透的思想后来被称作“孤立主义”。“孤立主

义”在整个 19 世纪一直被华盛顿的继任者们奉为美国

外交政策的金科玉律。不论欧洲大陆风云如何变幻 ,

美国人一直避免介入欧洲事务 ,与法国等欧洲列强相

安无事。相比之下 ,美国的自由主义者更在乎本国政

府的性质 ,不仅极力避免自己的政府陷入专断和独裁 ,

而且极力避免卷入专制政府之间的尔虞我诈。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 ,沃伦·哈定总统在拒绝参加国际联盟的

答复时还如此坚决地断言 :“他们 (指美国人) 不打算改

造世界。”[7 ]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更明确地评论道 :

“直到现在美国才开始理解 :我们并不是一个极度醉心

于那种使其他民族改变政治信仰愿望的国家。”[8 ]正是

由于美国古典自由主义的影响 ,支持了长期支配美国

外交的强大孤立主义思潮 ,美国的自由主义最初充当

了制约美国政府卷入世界政治 (主要是欧洲政治) 的关

键角色 ,特别是在 19 世纪初在美国国内掀起的进步主

义运动时期 ,自由主义者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

如何让自己的政府成为一个“好政府”、一个保障自由

的政府 ,而在对外事务上始终恪守的政策主张就是“孤

立主义”。

随着南北战争结束 ,美国战后重建进展迅速 ,经济

快速增长 ,在经过了“镀金时代”之后 ,美国的国内制度

体系日益完善。恰在此时 ,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

战。战争造成了欧洲严重的灾难 ,扫荡几乎所有的绝对

主义国家 ,各种秘密外交和无耻政客的荒诞行为更加坚

定了美国人对自由民主的珍视 ,也逐渐激发出美国自由

主义思想规划和改造古老社会弊端的极大热情。原本

那种力图逃避“异己”力量的自由主义思潮逐步转化为

改造和转化这些“异己”力量的“道德炸药”,使得美国的

自由主义信仰逐渐激发外射 ,转变成为自由国际主义 ,

也有人称之为“新自由主义”。

世界大战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经

济危机的惨痛教训 ,使得放任自流的古典自由主义思

想面临严酷的挑战 ,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与价值以及

国家间体系的生存 ,几乎受到自由放任世界的毁灭性

打击。于是 ,美国自由主义者们把管制性多边制度理

念诉诸世界秩序设计的理论基础。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

后 ,首先对这种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世界观进行挑战

的是伍德罗·威尔逊。威尔逊第一次把“有组织的和

平”(an organized peace)理念带到战后国际关系的实践

中 ,其核心思想是要在国家之上形成一个超国家机构 ,

裁判纷争与冲突 ,具体内容是通过国际联盟的建立 ,解

决困扰 18～19 世纪欧洲的安全问题。第一次世界大

战结束后 ,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代表 ,威尔逊总统来到欧

洲 ,向欧洲各国推销他们的“自由民主体制”。探寻美

国外交历史发展的轨迹 ,威尔逊可以说是自由主义者

开始正式步入外交领域的第一人 ,力图在国际上推行

美国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外交。正如美国著名历史

著作《美国的历程》所指出的 ,1917 年美国宣布参加第

一次世界大战时 ,“威尔逊及其支持者已把国家的尊严

和所谓人权作为其政策的赌注”[9 —p264 ] 。威尔逊主义

植根于古典自由主义理论。该理论推崇普济主义和个

人理性行事 ,自信其规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威尔逊的

创新在于将原本适用于国内个人的原则推广到国际范

围内的民族国家和民众 ,比如威尔逊主义的自决原则

不过是将个人自由的原则转移应用到国际体系层面而

已。但是 ,威尔逊的努力最终功亏一篑 ,其根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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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美国保守派的阻挠 ,而是当时在国会占据多数地

位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仍然对卷入列强的游戏缺乏足够

的信任。评论家艾佛·詹宁斯一语中的 :“从表面上看

似乎有道理 :让人民决定。而由于人民要等到有人决

定谁是人民时才能做决定 ,所以这一学说实际上是荒

唐可笑的。”[10 —p113 ]可以说 ,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

义的力量对比失衡 ,是美国一战后对外政策反复的直

接原因 ,毕竟新自由主义在当时的美国国内还是一种

响应者稀少的“先锋理念”。

真正震撼美国古典自由主义者的“震源”是来自国

内经济和社会的危机。这一危机迫使古典自由主义作

出修正 ,新政自由主义成为内政外交的主导理念。

1929 —1933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美国的自由

主义经济模式 ,以加强政府管制和干预程度为主要特

征的罗斯福新政开始成为主导模式 ,美国的古典自由

主义在国内社会各个领域第一次被修正。随之而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逼迫美国人彻底将古典自由主义放到

一边 ,代之以罗斯福新政的政府管制模式 :一是就对内

政策而言 ,在尊重个人权利的基础上 ,把强调的重点放

在保证个人实现自由权利的社会公正上 ,倾向于缓解

个人和国家的对立 ,认为国家的权利和作用应限制在

适当的范围内 ,个人自由也不是无限的 ,必须受到其他

人对自由需求的制约 ,由于它宣扬多元价值和多党政

治 ,所以它还被称为“新政治多元主义”;二是在对外政

策上强调国际层次上制度安排的意义 ,认为制度可以

降低交易成本与风险 ,改进信息质量 ,确立稳定可靠的

预期 ,以促进合作与共同问题的解决 [11 ] 。

从美国的实践来看 ,美国内部的经济危机和外部的

世界大战 ,打破了古典自由主义在外交事务领域塑造的

“孤立主义”堡垒 ,逐步确立了新自由主义者在对外事务

领域中的主导地位。随后 ,尽管在美国国内的政治舞台

上依然是自由派主政 ,比如在国会山上的议员大多数是

自由主义者 ,但是已经有许多议员转变为新自由主义

者 ,外交政策的制定开始成为奉行新政自由主义的罗斯

福总统及其继任者的领地。最典型的案例是国会在

1964 年通过的《东京湾决议案》问题上授予总统发动战

争权的“空白支票”:赞成和支持总统“采取一切必要步

骤 ,包括使用武装部队”,“援助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的

成员国或保护国”。同时 ,哈里斯民意调查的结果表明 ,

85 %以上的被访者同意对北越进行报复性轰炸 [12 —p262] 。

从此 ,对外事务成为打着自由主义原则旗号的现实主义

战略家们垄断的领域 ,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分歧成为他们主导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口实。总统也

成为垄断外交大权的所谓“帝王式总统”,在很多情况

下 ,总统根本不用与国会磋商或者取得其同意就可以做

出对外政策的决策 ,事后通知国会已经算是很给面子

了 ,以至于学者们惊呼 ,美国总统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

“帝王式的总统”(The Imperial Presidency) [13] 。相比之下 ,

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国会议员则继续把注意力的重点放

在国内事务上 ,寻求克服自由主义社会危机的替代模

式。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20 世纪 70 年代 ,美国自由主

义者为之努力的核心问题是诸如民权运动、社会福利、

文化反思等 ,逐步把自由主义从经济领域带入了政治领

域、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 ,为自由民主体制寻求补天救

世的良方。

但是 ,在放弃了对外事务的话语权之后不到 20 年

的时间 ,越南战争的泥足深陷很快就重新引起自由主

义者的高度关注。首先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宗教

界人士和东南亚问题专家向政府提出挑战 ,慢慢地把

越来越多的普通中产阶级的美国人也卷入其中。自由

主义“重夺外交大权”的努力在国会山集中释放 ,在外

交领域展开了一场争夺权力的“反击战”,以期摆脱新

政以来行政部门对外交一统天下的局面 ,摆脱人们心

目中国会缺乏活力和无所作为的状态 ,恢复“宪法赋予

国会的与行政部门平等的地位”[14 ] 。其中 ,最具代表

性的案例是所谓的“富布赖特听证会”。原来作为约翰

逊总统坚定支持者的自由派代表人物 J·威廉·富布赖

特 (民主党参议员 ,外交委员会主席) 失去了对总统所

作出的对外政策决策正确性的信任。从 1966 年 1 月 28

日到 2 月 18 日 ,富布赖特就越南战争举行了 6 次电视

转播的听证会 ,敲响了自由派重新夺回外交大权的号

角[15 —p388～404 ] 。自由主义者重夺外交大权的重要武器

就是鼓呼人权外交的口号。从 1973 年起 ,在明尼苏达

州民主党众议员唐纳德·弗雷泽 (Donald Fraser) 的领导

下 ,众议院开始举行关于人权问题的听证会 ,仅 1973

年就举行了 15 次。这些听证会证明 ,美国在执行秘密

外交的过程中 ,常常通过中央情报局的活动来支持其

他独裁国家政府侵犯人权的行动 ,特别是在拉丁美洲

国家。这使公众舆论为之哗然。美国国内舆论对人权

的关注使得 1973 年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国际组

织小组委员会在对这些听证会所做的总结报告中提

出 ,人权因素并没有被给予它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应得

的优先地位 ,“外交政策中的道德考虑既是道德命令也

是实际需要”[16 ] 。这些听证会要求政府官员支持人权

事业 ,它们为提高人权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打下

了基础[17 ] 。

为了确保人权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国会通过了一系列人权立法来制约美国的

对外经济援助和安全援助。国会在“对外援助法”中作

了这样的规定 :“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促进所有

国家日益遵守国际上公认的人权。”[18 ]关于国会在美

国人权外交政策产生中的作用 ,小施莱辛格的一句话

讲得很精确 ,他说 ,70 年代中期 ,“国会着手把人权问题

强加于最高行政当局 ,国会运用立法权禁止和限制对

‘严重侵犯国际上公认的人权’的国家提供经济和军事

援助”[19 ] 。

经过了近十年的努力 ,1976 年 ,自由派重新在外交

政策上确立了自由主义原则的权威 ,其重要标志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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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总统的上台和人权外交的强调。“水门事件”引起

了美国人对政府的信任危机。“水门事件”显示出 ,那

些承担在全世界保护和促进自由和民主价值责任的人

自己也腐败了。卡特总统上台之后 ,打出了人权外交

这一旗号 ,在卡特 1977 年初颁布的总统令中 ,他再次

肯定了其在大选中的政策主张 ;“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

目标应当是在全世界促进人权。”[20 ]卡特总统把人权

问题看作是“连接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之间的桥梁”,

“寻求通过明确表达反映美国人民特征、价值和经验的

外交政策来恢复公众的信任”[21 ] 。很明显 ,从卡特的

人权外交可以看出 ,自由主义的外交意图在于在继续

推进缓和政策的同时 ,给这种外交加上“人权”这一带

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成份 ,以扭转美国的国际形象 ;利用

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人权问题来争取国内

各派政治力量和国际舆论的支持 ;在与苏联争夺世界

霸权的斗争中 ,用道义力量弥补军事力量的不足 ,改变

被动态势。

更重要的是 ,美国自由派利用国际社会和美国国

内普遍关注的人权问题来争取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和国

际舆论的支持。美国学者劳伦斯·肖普评论说 :“人权

运动给美国对外政策增添了道义方面的内容。这有助

于树立一种为美国在越战后重建霸权所迫切需要的仁

慈、正直和正义的形象 ,有助于使美国卷入和干涉世界

各地的政治斗争合法化。简言之 ,人权运动可以使美

国摆脱越战后处于守势的地位 ,开始再次采取进攻性

姿态。”[22 —p154 ]不过 ,诚如布热津斯基所说 :“美国外交

政策就像一艘航空母舰 ,你根本不能让它来个 180 度

的转弯 ,顶多只能转移几度。”[23 ]自由派的此种努力过

于急切 ,其矫枉过正导致在内政外交上的频频失误 ,最

终还是让借助现实主义战略派强势力量的新保守主义

夺回了主导权。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 ,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开始走

向了一种混合发展的时期。保守主义从自由主义的理

论主张中吸取营养 ,力图巩固自由民主制的文明成果 ,

改头换面成为势力强劲的新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也经

过 30 多年的总结和提升 ,接受了保守主义的一些合理

意见 ,逐步形成了新自由主义。所谓新自由主义 ,诺姆

·乔姆斯基认为 ,它是指在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思

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 ,该理论体系

强调以市场为导向 ,是一个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

和主张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私有化观点的理论和

思想体系 ,其完成形态是“华盛顿共识”[24 —p3 ] 。从美国

各派政治力量的主张来看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彼

此之间在政策选择上相互渗透 ,界限日益模糊。比如

小布什在 2004 年竞选期间 ,提出了和民主党十分相似

的竞选纲领 ,“中间型的温和治国方针”成为美国社会

普遍接受的指导方针。该发展趋势表明 ,自由主义在

美国已经越来越超越自我设定的轨道 ,在巩固已有理

论成果的同时 ,逐渐模糊与其他各派的界限 ,吸取保守

主义和外交战略界的现实主义的养分 ,逐渐成为一种

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意识形态 ,这一意识形态被

具体化为长期以来形成的所谓自由民主大战略。从上

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在这一过程中 ,美国的实用主义是

推动自由主义出现如此变动的精神动力。

美国外交政策过程中的自由主义

在进入美国外交政策过程之后 ,自由主义很快就

发现 ,如果要想使自己的政策主张得以实现 ,成为主导

国家外交的根本意见 ,必须进行必要的修正。其中的

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进入外交政策过程之后 ,

自由主义必须面对其他思想原则的挑战 ,在自由民主

制的制度框架内 ,排解彼此分歧达成共识的唯一途径

是妥协。毕竟 ,对外交政策结果来说 ,意识形态是一种

间接的作用因素 ,它的作用发挥机制是比较复杂的 ,它

要靠政府部门决策过程中的反复权衡、政府决策过程

的民主化和开放程度以及民众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

约 ,也就是说在决策中存在着意识形态与经验直觉、眼

前利益 ,政府利益与民众利益 ,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等

因素的激烈冲突。如此这般 ,最终的外交政策只能是

妥协的结果 ,自由主义的政策原则如果不能通过修正

与其他各派妥协 ,根本无法进入外交实践。二是进入

外交政策过程之后 ,自由主义必须借助现实的政治行

为体互动的支点 ,才能实现政策合法化。在外交政治

实践中 ,现实的政治行为体在追求目标上除了国家利

益之外 ,更重要的是政治行为体自身的利益所在。一

个政党选择某 —理念的可能性 ,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制

于该理念满足其需要的程度。在此种运行机制下 ,不

食人间烟火的自由主义注定不能对外交政策产生实质

性影响。既然如此 ,那么 ,在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实

践层面 ,在经过政治行为体选择之后的自由主义政策

主张对美国的对外政策究竟会产生什么现实影响 ?

在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实践层面 ,保守主义和

自由主义之争转变为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争。此种

转变是如何可能的呢 ? 这要从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领

域的特点谈起。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面临

两个基本任务 :一是保证国家的安全 ,二是实现国内的

要求。就美国而言 ,前者是联邦责无旁贷的使命 ,因为

普通的美国民众一般不关心国家安全事务 ,认为国家

的责任就是维护和保证国家的安全。《联邦党人文集》

中建国思想家们大声疾呼 ,建立联邦是“把安全问题作

为同确保和平和安定有关的东西 ,它既可以保证防御

外国敌对势力的威胁 ,也要保证防御由于国内原因而

出现的同样威胁”。正因为如此 ,建立一个联邦 ,“在一

个有效率的全国政府领导下 ,一个和谐的联邦能为他

们提供可以想象的对付外来战争的最好保证”[25 —p12 ] 。

就后者而言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这是过去的政治家

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概括。诚如美国学者查尔斯·比尔

德所言 :“无论怎样按照世界的面貌制定外交政策 ,它

41



始终是国内政策的一个方面 ,而且是无可回避的一个

方面。”[26 ]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其国内政治的延

伸。

但是 ,美国对外政策承担的两个任务并非一直都

是彼此和谐的。在美国建国初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

发 ,两者是和谐的 ,国内政治在外交上要求奉行消极的

孤立主义 ,这一点与联邦承担保卫国家安全的职责没

有冲突。随着二战的胜利 ,美国开始在世界上占据主

导地位 ,强权地位的获得开始日益成为美国自信和自

得的资本。于是 ,在世界上追求什么 ,成为摆在美国政

府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在美

国国内形成了三大力量集团 :一是战略界 ,他们遵循的

是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逻辑 ,主张安全优先和霸权优

先 ,主要代表力量是军工集团、能源集团、总统、国防

部、共和党右翼等。二是工商界 ,他们遵循新自由主义

的全球化和国际制度管理的逻辑 ,主张经济优先和福

利优先 ,主要代表力量是工商企业集团、政府经济部

门、部分国会议员、总统、国务院、民主党等。三是人权

界 ,他们遵循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价值逻

辑 ,主张权利优先 ,主要代表力量是美国国会、宗教右

翼、人权团体等。冷战结束以来的美国外交政策 ,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上述三大力量的妥协和共处。

根据数学上的鸽笼定理 ,当三大力量的主张在某

一具体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只有“赞成”( Yeas) 和“反

对”(Nays)两个选择项之时 ,最终的结果便是两大力量

的分化组合。由于美国的体制很难使激进力量和主张

进入政策过程 ,结果便是战略界的现实主义逻辑和工

商界的自由主义逻辑形成了两股竞争的基本力量 ,极

端的意识形态力量分置天平之两端 ,结果形成了略微

强调安全和进攻的政策主张和略微强调自由和民主的

政策主张 ,这就是美国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领域长期

存在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关于安全和福利的争

论。在二战之前 ,自由主义的福利优先一直占据上风 ,

最初是要求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 ,奉行孤立主义

的道路。二战之后 ,现实主义的安全优先开始占据上

风 ,美国在世界政治领域逐步确立了超级霸主的优势

地位。

冷战结束之后 ,美国安全优先的战略共识遭受破

坏 ,安全优先还是福利优先的争论重新摆上外交政策

的日程。但是 ,与以往不同的是 ,美国人发现 :在冷战

后的世界 ,美国成为孤独的超级大国[27 ] ;举国上下洋

溢着一种胜利后的洋洋自得的心态。在这种“人间天

堂”的国家里生活 ,又遇到这样“伟大的时代”,催生各

种“新理想主义”的理论和声音在所难免。各种“历史

终结论”、“输出民主论”、“霸权稳定论”、“文明冲突论”

一浪高过一浪 ,仿佛世界已经是美国的世界 ,是“民主

和自由价值观”全面统治人类社会的世界。

冷战结束后 ,美国人的自由主义受到了“冷战胜利

心态”的感染 ,迅速膨胀为一种对自由民主体制的空前

信心 ,这一信心也逐步进入外交政策领域 ,转变成为把

世界美国化的“新理想主义”。时下的美国外交政策取

向 ,既不是完全的新保守主义 ,也非彻底的新自由主

义 ,而是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混合物。由于新

保守主义的渊源来自于古典自由主义 ,因而可以认定 ,

美国外交政策的取向是内部存在激烈争论的不同成分

自由主义原则之间妥协互动的产物。

其实 ,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外交政策

的合流渊源久远。在历史上 ,美国价值观中的商业意

识、扩张精神和清教主义的“天定命运”早已为美国外

交政策提供了思想基础。扩张从一开始就是美国外交

政策的主线 ,传播基督文明 ,征服落后民族和落后文

明 ,成为外交的重大使命。冷战的胜利为美国“天定命

运论”提供了现实的支撑 ,再加上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浪

潮 ,理念的力量和现实的力量实现了整合 ,新自由主

义、新理想主义、新保守主义在对外事务上开始走在了

一起。约翰·埃肯伯瑞在《为什么输出民主》一文中明

确指出了这种合流 :“美国对外促进民主 ,是自二战结

束以来一直在追求的目标 ,体现了美国对如何创造一

个稳定和相对和平的世界秩序的实用、渐进和周密的

理解 ,可以称之为‘自由主义’的大战略 ,是建立在对其

他国家具有对美国确保其安全和经济利益能力产生重

大影响特征之非常现实的观点基础之上的 ,并且是统

一美国政治中左派和右派的一个向导。”[28 ]保守主义

虽然赞颂里根赢得了自由世界、民主和自治的冷战胜

利 ,但口头上却不承认里根是伟大的威尔逊主义者 ;自

由主义强调人权、多边机构和经济相互依赖的作用 ,也

没有拒绝国家追求权力的合理性和在国际结构中的地

位。总体而言 ,从外交政策主张来看 ,他们都将财产私

有制、人权为有机组成部分的民主政治看作人类政治

制度发展的最终形式 ,看作放之四海皆准的制度 ,甚至

认为民主制度是经过神恩钦准的一种社会形态 (如诺

齐克) ,认为美国价值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普遍价值 [29 ] 。

于是 ,在全世界推进美国式的自由民主政体的建立 ,成

为美国外交的一个重要走向。从这种意义上来说 ,与

其主张建立新美利坚帝国的新帝国主义与自由主义有

着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 ,毋宁说美国国内的新帝国主

义思潮是自由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重要产物。

不过 ,尽管在外交政策目标上 ,新自由主义和新保

守主义都致力于推进民主制度的输出事业 ,用美国的

模式改造世界 ,但是在优先次序 (priority) 、行为方式以

及具体政策手段上存在明显差别。

从优先次序上来看 ,新保守主义强调美国的利益

优先 ,推进民主次之 ,在海外推进民主的事业要服从于

美国的国家利益需要 ;新自由主义则强调推进民主是

一种目标 ,本身就是美国最大的利益 ,而且美国应该具

备利他的高尚道德 ,为世界作出自己的贡献。新自由

主义内部也存在分歧 ,有的主张以推进海外民主制度

扩展为主 ,有的主张以开放贸易和经济自由化为主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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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则强调建立地区和经济安全制度管制世界等等。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外交政策争论 ,在很大程度上围绕

着上述问题展开。

从行为方式上 ,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存在明

显的不同。新保守主义主张用武力和强制的方式推进

自由民主事业在全世界的拓展 ,更强调依靠美国人自

己的力量 ,必要的时候不惜使用先发制人的战争。新

自由主义则主张应该在美国的主导下 ,更多地借助联

合国和国际制度的力量 ,依靠国际合作进行解决。比

如小布什和克里在 2004 年伊拉克问题上的态度 ,就充

分表明了这一点。

从具体政策来看 ,新保守主义坚持传统的权力政

治原则 ,认为推进民主依靠强大的实力 ,坚信遏制、隔

离、均势以及排斥等政策手段的可靠性。新自由主义

则更加强调自由主义的原则 ,喜欢参与、拓展、互赖和

制度化等政策手段。特别是 ,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新自

由主义还极力推动美国主导下的全球一体化 ,其具体

内容就是 1989 年通过的“华盛顿共识”[24 —p3 ] 。20 世纪

80 年代 ,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 10 余年的通货

膨胀暴涨、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之中。美国等西

方国家的专家学者对此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评论 ,

要求拉美国家进行经济改革。1989 年 ,总部设在华盛

顿的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约翰·威廉姆斯根据这些学

者的意见 ,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系统地提出指导拉

美经济改革的 10 条政策主张 ,即加强财政纪律 ,压缩

财政赤字 ,降低通货膨胀 ;政府开支应重点转向经济效

益高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 ;改革税制 ,扩大税

基 ;实施利率市场化 ;采用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 ;实施

贸易自由化 ;放松对外资的限制 ;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

化 ;放松政府管制和保护私人财产权等。后来人们将

这些观点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尽管从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 ,“华盛顿共识”在拉美、苏东、东南亚

等地区遭遇重创 ,但其中的一些基本的政策设定不是

短期性规划 ,而是一种长期性行为。

美国对华政策中的自由主义与中美关系

既然自由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具有十分密切的相

关性 ,中美关系的发展自然无法回避自由主义理念及

其主导下的政策取向的影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美

国外交的影响既体现在国家目标层面 ,也体现在国家

战略层面。美国对华政策中的自由主义表现在美国长

期以来一直试图用美国的自由主义模式改造中国。在

很多美国人看来 ,中国是美国实现其民族抱负和国家

使命的最佳试验场 ,改造中国是美国民族主义意识形

态中“美国梦”的一部分[30 —p3～5 ] 。2005 年 9 月 21 日 ,

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泽奥利克 (Robert B. Zoellick)在美

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就美中关系问题发表的演讲中 ,一

方面说欢迎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名负责的、利益相

关的参与者 ( stake2holder) ,另一方面又攻击中国的自

由、民主和法治状况[31 ] 。很明显 ,即便未来中美的共

同利益快速增大 ,自由主义将仍然是中美关系的一个

重要制约因素。

正是由于美国对华政策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自由主

义的意识形态 ,其政策偏好为中美之间制造了若干“矛

盾区”,这些矛盾区是无法在短期内弥合的 ,将持续地

对中美关系产生严重的影响。概括而言 ,美国对华政

策中的自由主义为中美关系设定的“矛盾区”包括三个

方面 :

第一 ,中美之间在人权问题上存在着价值观的较

大差异 ,在自由主义从价值观的层面否定中国人权状

况的合法性 ,必然会导致中美两国之间的分歧和摩擦。

人权问题十多年来一直在影响着中美关系的发

展。在不同的时期美国根据其不同的利益、安全或全

球战略的考虑 ,用不同的方式打手中的人权牌 ,动不动

以之为武器 ,向中国政府或施压 ,或威胁 ,以迫使中国

按其需要在某些方面作出让步。尽管近来 ,尤其是“9.

11”事件之后 ,人权问题似乎不再是中美冲突的中心或

焦点 ,但由于“人权”本身无统一的标准的概念 ,并且中

美两国历史传统不同、社会价值差异 ,在人权问题上必

然会存在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同时 ,中美两国在人权

问题上的根本区别深深植根于社会价值体系 ,集中反

映在政治制度的理念上 :中国的社会价值体系注重“集

体”和“秩序”,美国的社会价值体系注重“个人”和“自

由”,在政治制度上表现为政府地位的差异上。因此 ,

诚如郝雨凡先生所言 ,中美人权之争是制度之争 ,而这

种基本矛盾即使在冷战中也是存在的。在人权问题

上 ,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愿望是美国朝野普遍存在的

心态[32 —p339 ] 。根据小布什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和 2004 年的就职演说以及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

评估委员会的《2002 年度报告》来看 ,中美关系中人权

方面的可能冲突会源于美国。美国会根据自己的利益

或安全需要 ,不时挥舞人权大棒 ,对中国施压 ,干涉中

国内部事务。人权问题仍将是制约中美关系健康发展

的重要问题。

第二 ,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均存在

明显差别 ,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中促进民主的目标必

然与中国的制度样式产生矛盾 ,美国的自由主义必然

从自己的标准出发批评中国的政治制度以及借此在一

些具体问题上设置障碍 ,也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摩擦

点。

美国政府批评中国的政治制度 ,“期望中国能够接

受美国的制度模式”,不只是说说而已 ,而且还通过各

种行动 ,努力推动中国“沿着这个方向前进”。参议院

通过修正案 ,要求布什政府务必使中国领导人知道 ,

“除非他们承认中国人民争取民主、人权和正义的合法

愿望 ,否则我们两国关系将继续保持紧张”[33 —p282 ] 。美

国有时甚至试图对中国的国内政治事务横插一脚 ,粗

暴地干涉中国的国内事务。至今为止 ,美国总统、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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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306 条款监督”是美国贸易代表在“特殊 301 条款”年度审查报告中创设的一个类别 ,建立在美国贸易法 306 条基础之上 ,主

要用于对执行保护知识产权协议不力国家提出警告 ,监督其加大保护力度。

　②　可参见潘忠岐 :《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 :过去、现在与未来》,《国际观察》,2002 年第 3 期 ;楚树龙 :《冷战后中美关系的走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郝雨凡 :《无形的手》,新华出版社 ,2000 年版。

统、国务卿、国防部长 ,甚至两党领袖都一直声称 :民

主、人权是美中关系和美对华战略的重要内容。美领

导人、政府官员和政治家等毫不掩饰地称美国一定要

在对华战略、对华外交中推行美国的价值观 ,推行美国

的意识形态 ,推行美国式的民主人权原则和标准 ,推行

美国的市场经济制度。

可以说 ,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决定了美国不会从

根本上放弃改变中国的图谋。其所倡导的“接触战略”

的内容和目标之一就是要促进中国的变革 ,和平演变

中国 ,使中国成为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的一

员 ,即尊重西方式的民主、人权标准 ,受西方创立和主

导的《联合国宪章》、《国际人权公约》等政治、民主、人

权体系的约束。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曾表示 :“我们必

须加强和扩大我们同中国的接触 ,如果我们希望促进

那里实现和平演变的话。”[34 ]在改变中国方面 ,美国一

些国会议员和舆论界人士则说得更加露骨。前众议院

议长金里奇在电视节目中说 ,美国应当帮助中国人民

颠覆中国政府[35 ] 。对此 ,乔治·华盛顿大学东亚研究

中心主任沈大伟指出 :“美国人仍然深深渗透着一种长

期以来要改变他们印象中的中国的‘传教士心态’。对

美国人来说 ,这个问题看来绝不是要不要改变中国的

问题 ,而是如何改变中国的问题 ⋯⋯”[36 ]且不说美国

人的所说是否完全表明自己内心的信念 ,至少从言谈

话语中令人强烈地感受到他们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无知

和歧视。从坚持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出发 ,美国必定会

凭借其现在已经拥有的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 ,在

一边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建设吹毛求疵 ,甚至通过支持

“持不同政见者”、“法轮功分子”以及其他所谓的“海外

民运力量”,对中国进行牵制、批评和打压。中美之间

在制度上的竞争必将继续持续下去。不过 ,美国也有

不少人看到了美国这种做法的荒诞不经。早在 20 世

纪 70 年代 ,美国著名的政治家威廉·富布赖特就揭露

说 :“强权是一种麻醉品 ,一种麻醉性极强的东西 ,而美

国现在却走上‘这条路’。有一段时间我们曾经飘飘然

地向上飞翔 ,愉快地把人力和物力作为礼品赠送出去

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然后 ,我们的人驾驶宇宙飞船

降落在越南的沼泽之中 ,突然之间我们发现自己不是

在向上飞翔了 ,而是陷进了泥淖。”[37 —p45 ]历史将在不

久的将来见证这一箴言。

第三 ,新自由主义中内含的促进自由贸易的政策 ,

必然要求中国不断开放市场 ,降低关税 ,提升人民币汇

率 ,减少政府干预。但中国市场经济发育的不成熟 ,民

族产业发展的相对落后等状况 ,注定要求中国必须加强

政府的指导和帮助 ,在市场保护方面还要经历相当一个

阶段。这也是导致中美之间摩擦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入世后 ,美国将从各个方面监督中国的入世

承诺 ,比如通过 WTO 争端解决程序来迫使中国履行

WTO义务 ,通过中国入世议定书中规定监督中国实施

协定义务的特殊机制 ,继续努力与国内工人、农民、商

人和国会保持密切联系以有效监督中国并迅速做出反

应等。2002 年 4 月 30 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公布了 2002 年度“特别 301 条款”的年度审查报告 ,对

各国知识产权保护情况予以评估 ,中国在该报告中又

一次被划入“306 条款监督类”, ①表明美国认为中国执

行知识产权保护协议的力度不够 ,需继续进行严格监

督 ,必要时甚至可以对中国采取单边贸易制裁。美国

国会还专门成立了国会 —行政联合委员会 ,对中国入

世承诺进行全面监督 ,必定在各个方面捉出问题 ,引起

两国摩擦。

当然 ,也不能只看到自由主义原则对美国对华政

策以及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自由主义原则对美国

对华政策的影响还有其正面因素。最主要的有两个 :

一是主张强调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作

用 ,有利于中国利用多边外交场合实现国家利益。大

多数新自由主义者都强调将中国融入国际体系 ,用国

际制度的规则改造中国的国际行为。尽管此种战略意

图具有一定的负面效应 ,但的确为中国参与多边外交

场合提供了重要的支撑点。中国可以利用美国对华政

策理念中的这一支撑点 ,通过积极参与多边外交为实

现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二是主张促进经济一体化 ,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和国际社会 ,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扩大开

放。不管美国的自由主义理念对中国在意识形态、社

会制度、人权标准方面设置什么障碍 ,只要它们对支持

中国扩大对外开放采取吸收中国进入全球化经济大循

环的政策 ,就对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不少

学者认为 ,随着中美两国经贸交流和社会交往的深入 ,

经济互赖性可能成为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②不过 ,仅

仅看到这一层还不够。因为经贸交流和社会交往对两

个国家来说 ,带来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同样多 ,因为

两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接触的面越广 ,其所引发冲突

的频率可能更高 ,一个国家的企业可能因为利益问题

对政府施加正面的影响 ,也可能因为利益问题挑起两

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一切经济冲突最终都会诉诸政

治冲突”,所有的一切纠纷最终需要政治体制出面干预

进行化解。在这种情况下 ,两国政治制度和特别是外

交体制在处理这些问题上的默契程度 ,决定了两国关

系抗御风浪的能力。即使不存在国际结构方面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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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冲突的根源仅仅来自于两国交往的“低级政治”层

面 ,也能够按照外交途径予以化解。

由此可见 ,中美两国如何在政治制度上实现“交往

磨合”,如何能够通过外交努力建立起防御各种风险的

“制度堤坝”,是我们分析中美关系发展水平的一个十

分重要的视角。特别是自由主义主张宽容几乎一切种

类的意见 ,因为他们自信将会无往而不胜。因此 ,对待

自由主义者的回应决不应是以牙还牙 ,而是辩论、谈

判、沟通和妥协。这是中国处理对美人权外交的一个

重要的政策思路 ,也是美国其他外交层对待自由主义

的成功经验。

结论 :自由主义与中国对美外交思路

自由主义是美国外交的一个重要传统。在美国历

史发展过程中 ,自由主义几经演变发展成为主导美国

外交政策取向的主导性理念 ,对不同时期的美国外交

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

程中 ,自由主义吸取了保守主义、现实主义、理想主义

等众多外交理念的成分 ,最终合流为所谓的“自由主

义”的大战略 :在全世界推进美国式的自由民主政体 ,

成为美国外交的一个重要走向。置身于全球化时代 ,

面对美国自由民主大战略对中美关系造成的挑战和机

遇 ,中国在处理对美外交事务过程中 ,应当深刻理解自

由主义外交理念 ,在充分把握其所提供的外交空间和

客观机遇的基础上 ,以美国自由主义者们所熟悉的辩

论、谈判、沟通和妥协等外交技巧开展对美工作 ,积极

化解自由主义为中美关系设置的矛盾 ,不断提升双边

关系的机制化、制度化水平以及抗风险能力。只有建

立起符合自由主义者行为逻辑的外交运行机制 ,才能

真正实现中美关系的“软着陆”,为中国的和平发展道

路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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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ifference in Historical Principle between Marx and
Hegel by the Question of Subjectivity

J IANG You2fu
(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 Fudan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433 , China)

Abstract : History as principle or historicality as fundamental ontological horizon , means a combinat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ground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history in philosophy foundation , which is a long period from

Augustine , Vico to Hegel . The crucial difference in historical principle between Marx and Hegel lies in the

ground of world2history and its historicality based on sensible activity. In this paper , the crucial difference is

clarified especially by the question of subjectivity , because , in our opinion , the difference between“the spec2
ulative subjectivity”and“the subjectivity of objective essential powers”is the internal character of the differ2
ence in historical principle between Marx and Hegel .

Key words : history as principle ; difference between Marx and Hegel ; speculative subjectivity ; subjectivity of

objective essential p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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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Liberalism on the Foreign Policy of U. S. A.

ZHAO Ke2jin 　NI Shi2xiong
(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 , Fudan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433 , China)

Abstract : Liberalism is derived from Europe , and had developed into the liberalism with American character2
istics. Influenced by the realism and conservatism in US foreign ideology , it has been ideologized as the so2
called liberal2democracy grand strategy in foreign policy2process. The main objectives of liberalism , conser2
vatism and realism were the same : they are all devoted themselves into promoting the enterprise of exporting

liberal2democracy system abroad and remaking the world through American model . However , their priority ,

means and policy measures are different . When we explore the implications of liberalism in the Sino2US rela2
tions we could come to the conclusion : the policy preference set by liberalists makes three incompatible areas

and also creates two opportunity areas. So , how to balance the two sides will be one of the important tasks of

Chinaπs diplomacy to America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 liberalism ; foreign policy ; US diplomacy ; Sino2US relation [责任编辑 　王 　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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